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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中国的劳动调查在接受与抵抗殖民现代性的过程中，遮蔽了劳动的丰富多元，特别在妇女劳动方
面，生硬地将之打造成符合简洁美的下层妇女的 “生产性劳动”。它经过了四个过程：１９世纪英澳美的人口调
查统计首先构建出不 “劳动”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类别；中国社会学者陶孟和引术语入本土社会调查，塑造出中
国家庭中不 “劳动”的 “依赖者”群体；北平社会调查所的知识分子系统化劳动调查，收缩 “劳动”和妇女

“劳动”的概念；国民政府实业部继起出版两部 《中国劳动年鉴》，再次削减、规范 “劳动”的枝蔓，反事实

地塑造 “劳动”的秩序。尽管实业部仍在年鉴中透露出妇女劳动的多元，但它试图将之固定为现代国家视野下

等级有序、清晰简洁的下层妇女的 “生产性劳动”。

关键词　 依赖者　 劳动　 《中国劳动年鉴》 　 妇女劳动　 生产性劳动

作者王燕，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４３９８０４１（２０２５）０６０１９１１４

引言

近期，“劳动”的产生和传播越来越受到关注，它不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形成的、

有待分析的范畴，极具启发意义。① 但这些研究往往思考 “劳动”概念与现代中国阶级、党派等政治形势的

关联，未及 “劳动”的现代体系遮蔽多元的人类劳动———尤其是妇女劳动的深远影响。现代中国社会调查史

的研究已经指出了调查统计 “科学”面貌之下的 “情感性”和 “非事实性”，但尚未关注社会调查对 “劳

动”概念的塑造。② 而妇女劳动虽是妇女研究的重中之重，鲜有人把 “劳动”作为一个历史形成的概念进行

深入分析。即使连玲玲的研究既关注了现代社会调查，也关注了妇女，她的重点只在揭示有关妇女的社会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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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并非 “事实”，无意探讨社会调查建构的 “劳动”压缩妇女多元劳动的过程。①

事实上，现代中国社会调查是简化妇女多元劳动、造成妇女劳动困境的重要一环。本文试图厘清这一简

化的过程。第一，１９ 世纪英澳美的社会调查逐渐把妇女在家庭内的多种劳动排斥在统计之外，构建出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类别。第二，２０世纪初期中国的知识精英陶孟和将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译为 “依赖者”引入中国的社

会调查，从而首先在 “劳动”中排除了妇女的家庭内无酬劳动。第三，随着有关 “劳动”的社会调查被知识

分子系统化为 《中国劳动年鉴》，“劳动”概念进一步从原先较为开放、散乱的有酬劳动逐渐收缩，下层妇女

的家庭佣工被边缘化。第四，国民政府实业部接手 《中国劳动年鉴》后，“劳动”一方面被极度规范化，妇

女的劳动被固定为下层妇女的 “生产性劳动”，另一方面却无法掩盖其背后的流动性。这场现代调查统计从

欧洲出发，旅行至中国，参与者带着各自的意识形态和对殖民现代性的接受与抵抗，深刻塑造了现代中国对

“劳动”———尤其是妇女 “劳动”的认知。

一、分类缘起：英澳美调查统计中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１８世纪中后期，欧洲家庭仍是生产和消费的单位，人们普遍认可妇女对家庭生计的贡献，而 １９世纪下半
叶，欧洲妇女被标记成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②，这一转变的关键途径即人口普查中的统计和分类。１８０１年，英国开始
进行现代人口普查。其普查初衷是要搞清楚国家的人口规模，并不特别关心人们的生产行为。１８５１年，医学
统计学家威廉·法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ａｒｒ，１８０７—１８８３）直接监管英国的人口普查。他相信人口是一种宝贵的资源，
除了儿童、病弱者、吉普赛人、流浪者、爱风花雪月的女人和某些头脑和双手都生产不了任何价值的男人以

外，每一个人都是 “活的资本”，通过生产给国家带来财富。由于人口是一国最大的财富，生产人口就是

“生产性劳动”，于是，他将妇女的无酬家务列为 “生产性劳动”。在法尔看来，英国强大的人口生产能力和

物质生产能力，带来了国家的繁荣，妇女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从 １８８１年的人口普查开始，
英国逐渐抛弃法尔的调查准则。新的普查倾向于把家庭中的妇女都归为 “ｕｎ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ｃｌａｓｓ”（无职业类），无
论她们是否带来经济收益。与此同时，在相对贫困的苏格兰地区，学者们对人口增长有着一种马尔萨斯式的

恐惧，认为人口不一定是国家的财富，甚至会带来贫穷。为了更加 “准确”地揭示出苏格兰贫困地区的劳动

状况，他们强调 “ｂｒｅａｄｗｉｎｎｅｒ ／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的二元区分，以此证明妇女没有为家庭经济做出贡献。在有关苏格
兰人口的独立报告中，普查官员们取消了法尔所列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家庭内）一栏，否认妇女家务的生产性，
并把原属生产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的劳动人口数据列入不生产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③ 看似科学中立的统计数据背后，
掺杂了人口价值理念的不同，而基于这种不同，人们腾挪数据，创造武断的分类。

更重要的是，当时英格兰首屈一指的社会调查学家查尔斯·布斯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ｏｏｔｈ，１８４０—１９１６）也力图推
翻法尔的原则，使用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的分类。布斯是社会改良的坚定支持者，他曾于 １８９２—１８９４年间担任过英
国皇家统计学会的主席，１９０５至 １９０８年为皇家贫困法和救济委员会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ｅｆ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成员，１９０４年枢密院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赋予他查尔斯·布斯阁下 （Ｒｉｇｈｔ Ｈｏｎｏｒａｂｌ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ｏｏｔｈ）的尊称，他还在牛津、剑桥和利物浦大学都拥有荣誉学位。④ 他的调查技术最显著的特征之
一，是大量使用统计与图表，以及彩色编码的地图，直观显示贫富的空间差距。这些方法不仅被后来的英国

社会调查者接受，还在美国芝加哥、费城等地的社会调查中广泛采用。⑤ 从 １８９０年至 １９０２年，布斯出版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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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研究，最终形成 １７卷的巨著 《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Ｌｏｎｄｏｎ），试图通
过严谨、精确的社会调查，解决伦敦的贫富分化。

布斯不再把妇女看作能生产人口或者生产商品的资源，她们仅仅是丈夫的附属，缺乏独立性。在他的时

代，英国妇女还没有获得标志着独立公民身份的选举权。从 １８７５年至 １９２５年的大约五十年中，西方资本主义
工业快速发展，中产阶级文化塑造了妇女和家庭、家务密不可分的印象。① 布斯本人认同资本主义工业模式下

的家庭构想，视男性为家庭的唯一挣钱者，劳工由男性构成，无论哪个阶层的妇女，都没有独立身份，附属

于丈夫。他的调查表格罗列了各行各业的男性家主，妻子则全部列为不同程度缺乏生产能力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相反，在女性为一家之主的家庭里，他没有列出任何一个身为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的丈夫。② 尽管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在
布斯庞大的分类里并不起眼，但它被裹挟在布斯严谨、精确的社会调查体系之中，以 “科学”的形象出现，

很快就传播开来。

澳大利亚的现代人口普查继英国之后也经历了相似的转变。１８８１ 年，维多利亚州的亨利·海特尔
（Ｈｅｎｒｙ Ｈｅｙｌｙｎ Ｈａｙｔｅｒ，１８２１—１８９５）全面主持该州的人口普查。他出生于一个英国家庭，信奉法尔的原则。
为了说明每个人的劳动贡献都能带来殖民地的经济繁荣，他要求调查员既记录男性家主的劳动，也记录他们

的妻女们的劳动。与法尔略有不同的是，法尔把这些劳动归属为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家庭内）的有效劳动，而海特
尔将它们提取为 “ｕ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ｃ”类别，以强调她们的劳动贡献。然而，十年之后，新南威尔士州的统计学家科
格伦 （Ｔ Ａ Ｃｏｇｈｌａｎ，１８５５—１９２６）和塔斯马尼亚州的约翰斯顿 （Ｒ Ｍ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推翻了海特尔的方法。科格
伦土生土长于澳洲，对宗主国抱着天然的疏离感。他发现，妇女一旦进入雇佣市场，会大幅度降低男性的收

入，造成整体的贫困。因此，他明确地把人口分为两大类：“ｂｒｅａｄｗｉｎｎｅｒ”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即使在家庭中参
与有酬劳动，服务于家庭经济的成年女性，也被列入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行列。在新的统计理念支配下，维多利亚
州农业领域参与生产的妇女人数比 １８８１年减少 ３２０００，而当时该州妇女的总人口只有 ３５００００，劳动妇女比例
瞬间下降 １０％。③ 在社会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仅仅因为海特尔一方把妇女视为经济的重要贡献者，
而科格伦一方否认这一点，导致两者的妇女劳动数据产生了很大的偏差。

美国的人口调查统计也大大低估了妇女的劳动参与。尽管同时期美国的人口调查没有明确使用

“ｂｒｅａｄｗｉｎｎｅｒ ／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二分法，但已婚女子总被列为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ｈｅａｄ”（一家之主）的 “ｓｐｏｕｓｅ”（配偶），
而不是相反。而且，对人口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职业）的普查精准排除了在家庭中从事劳动的成年妇女。根据当
时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指示，普查员需要记录美国人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即被普查者所从事的赚取金钱或金钱等
价物的特定类型工作，对于所有不从事有酬劳动的人，都填写 “无”。这一指示在两个层面降低了妇女劳动

的数据：第一，定义层面。新的职业概念在劳动时间、场所、报酬、雇佣关系、技能培训等方面创制了 “劳

动”的新元素，既催生了一批女性承担的公共劳动，也使那些没有固定工作时间、以家庭为工作地点、无劳

动报酬、没有明确雇用关系、缺乏正规技术和专门劳动培训的劳作，游离于 “劳动”之外。④ 即使许多妇女

仍然辛苦劳作，为维持和发展家庭做出重大贡献，都被视为依靠别人而生活的人。第二，实践层面。由于普

查员经常忘记提醒受调查者填写妇女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造成大量妇女的劳动生产被忽略。⑤ 遗忘本身代表信息
的边缘性，体现了妇女与劳动和经济产出之间的薄弱关联。

通过英澳美的统计分类，妇女对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贡献、附属于丈夫、她们在现代西方世界囿于 “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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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无法独立签署 “社会契约”的定位被 “科学”地建立并保存。直到 １９７０年代初世界妇女运动之际，
人们普遍认为妇女具有独立法律和政治地位，同时，西方各国在调查统计中逐渐引进 “劳动力”的定义，妇

女劳动的数据才呈现快速上升的现象。①

二、术语引入：陶孟和与 “依赖者”之建构

清末民初的中国学人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引入了英国社会调查学家查尔斯·布斯的 “Ｂｏｏｔｈ式调查”②。
陶孟和 （１８８８—１９６０）是民国初期引进 “Ｂｏｏｔｈ 式调查”的关键人物。１９１０年，陶孟和到达英国伦敦经济学
院修习社会学。当时，伦敦经济学院刚成立十多年，其创建者和早期的研究非常关注劳工、老年人、失业、

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这一聚焦点与查尔斯·布斯非常类似。事实上，布斯与伦敦经济学院的创建者等费边

社成员观念一致，过从甚密。陶孟和在伦敦留学之际，查尔斯·布斯依然健在，且声望卓著。故尔，陶孟和

在留学期间熟悉布斯的调查统计方法合情合理。更何况，他自己在留学期间出版的那本 “给外国人读的”

“述中国社会生活”的著作 《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ｏｗｎ Ｌｉｆ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即
《中国城乡生活与劳动》（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③，借鉴了布斯的书名 《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

从英国毕业后，陶孟和入北京大学教授社会学。１９１４—１９１５年间，正值曾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
硕士的步济时 （Ｊｏｈｎ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Ｂｕｒｇｅｓｓ，１８８３—１９４９）组织 “北京社会实进会”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ｌｕｂ）开展多次北京人力车夫调查，试图在了解人力车夫工资收入和家庭贫困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改良意见，
这些调查都采用了 “Ｂｏｏｔｈ式调查”。④ 最后的调查汇编被送至陶孟和处，请他汇总报告，原报告为英文。⑤ 与
布斯一样，陶孟和也倾向英式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之下的社会改良，相信通过改善下层群体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达到改良整个社会的目的。他直接采纳了 “Ｂｏｏｔｈ式调查”中 “ｂｒｅａｄｗｉｎｎｅｒ ／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的分类，按照现代资
本主义的工资收入，而不是总体劳动对家庭的贡献进行划分。１９１７ 年，该报告被译为 《北京人力车夫之情

势》，文中人力车夫的家属都被称为 “依赖者”：

家庭之依赖者：今将其家庭之式样，任意别之。小家庭中，计有三人。曰夫曰妇曰子或女。大家庭中，即

中国之旧家庭同居和乐之谓也。所调查者，一人之下，有二依赖者，不及二分之一，而三分之一，则皆有大家

庭而需供给也。比较而言，未婚者家庭之庇养较轻。⑥

后陶氏将这篇报告重译，文字调整为：

家庭之依赖者：关于家庭，余试分别为两种定型：一种为小家庭，即妇女与子女同居之家庭；一种为大家

庭，即中国旧式之家庭，父子兄弟叔伯诸人同居之家庭。一查三百二人中只有依赖者三人之家庭不及半数，

有大家庭需维持者竟有三分之一。无依赖者而完全为自己谋生活者占极少数。夫以人力车夫收入之微，而欲使

其维持大家庭，乃不可能之事。⑦

无论是第一版的译文，还是陶氏自己的译文，选择 “依赖者”对应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都并非偶然，而是深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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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与分类：“劳动”概念在现代中国的历史遮蔽

于近代中国对妇女的认知。自从 １８９７年梁启超的 “女学”论述视中国妇女为仰赖他人的 “分利者”，一举摒

弃了儒家对妇女在家庭内 “妇功”的道德崇尚以来，妇女的依赖形象已经广为传播。用 “依赖者”对译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正是陶孟和等知识分子对晚清话语的自觉继承，但他们选择 “依赖者”而非 “分利者”的原因，

虽未明言，当与西方资本主义家庭构想中强调的妻子对于丈夫的依附性相关。“依赖者”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类
似，更倾向于家庭内部的依附关系，而 “分利者”超出了家庭内部，突出对国家利益的破坏。以英式方法改

良家庭进而改良社会为宗旨的陶孟和等人，在梳理家庭内部经济关系时，自然倾向以 “依赖者”对译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尽管陶的文章没有明说谁是家庭的 “依赖者”，但从两段文字的比较来看，妻子和未成年儿女为 “依赖

者”的可能性极大。除此而外，这两段翻译文字仍有以下共同问题：第一，无定义。陶没有说明 “依赖者”

的内涵是什么，是完全没有收入，依赖他人生活者，还是有少量收入，部分依靠他人者，或者是连家务也不

做的纯粹消费者。毕竟，梁启超 １８９７年的妇女 “分利者”论述和 １９０２年 “新民”中的妇女 “分利者”论述

相当不一致，后者部分肯定了传统中国妇女的家庭内劳动，这间接证明 “依赖者”的内涵具有高度流动性。

然而，陶孟和并未对此做任何分析，不加批判地接纳并挪用布斯的统计分类。第二，无数据。按照当时的主

流认知，即使 “依赖者”为没有收入，完全仰仗他人生活者，陶孟和的这一论断也没能提供相应的数据支

持，无法说明究竟有多少人力车夫的妻子完全没有收入，必须依靠丈夫，可以被称为 “依赖者”。第三，树

界限。陶孟和借用 “依赖者”，而不事先质疑这一术语，归根结底在于他认可普遍意义上的 “养家者”和

“依赖者”的二元对立。他像布斯一样，默认了资本主义的家庭构想和生产方式，把近代西方小家庭中的男

性看成养家的 “劳动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参与者，而把其配偶一股脑地归纳为 “不劳动”的 “依赖

者”，通过依附于丈夫间接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放弃思考配偶是否有收入，或者配偶家庭中的家务操劳为何属

于 “依赖”行为，不属于儒家的 “妇功”，从而有效地重复了英国社会调查对 “ｌａｂｏｒ”的想象，建构起中国
版 “劳动”的 “养家者”和 “不劳动”的 “依赖者”之间的二元对立。

北京的 “社会调查部”成立以后，陶孟和从工资收入层面论述 “依赖者”，这些论述一方面说明 “依赖

者”术语的传播颇为持久，且接受度较高，另一方面也揭示 “依赖者”建构的高度不稳定性。在 １９３０年初版
的 《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社会调查报告里，陶氏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首先分析了 ４８户普通 “工人”家

庭的收入和支出。这些 “工人”包括手工艺人、人力车夫、小贩、仆役等，尽管这些人与一般意义上的 “工

人”有出入，称其 “工人”是为了突出下层 “劳动者”的身份。此时相距北京人力车夫调查已经过去十多

年，陶孟和继续使用 “依赖者”术语。他认为，一般情况下，“工人”家庭由 “养家者”和 “依赖家庭为生

者”构成，两者皆为 “家庭之分子”。但陶氏也发生了变化，他很快意识到，“养家者”未必能完全养得起

家，“依赖者”也未必完全依赖。由是，他按照成年人口人均最低生活费———六个月 ３０元之标准划分不同层
次的 “养家者”和 “依赖者”。六个月能挣得 ４０元以上者为 “养家者”；在 ３０—４０元之间者仅能自己糊口，
被称为 “自给者”；而工资在 ３０元以下者，列入 “半依赖者”的行列；毫无所得者，为 “全依赖者”。① 如此

划分，可见陶氏早期 “养家者”“依赖者”的二元划分过于一刀切，“依赖者”未必不参与劳动，只不过其有

酬劳动没有能够达到最低生活费标准，因而 “依赖者”这一标签不能够准确概括这些人的真实劳动状况。尽

管陶孟和试图用 “半依赖者”术语重新概括这一类人群，但从另一角度来说，“半依赖者”实际上也是 “半

养家者”。这些 “半依赖者”在现实生活中为 “工人”家庭里的女性，她们从事 “缝袜口、做假花、纺毛线、

做衣服”等手工，占所有受访女性人数的五分之四，② 也就是说，几乎所有 “工人”家庭里的成年女子都参

与劳动。对于这一点，与陶孟和同时期的社会调查者孟天培 （１９０５—１９８５）、甘博 （Ｓｉｄｎｅｙ Ｄ Ｇａｍｂｌｅ，１８９０—
１９６８）也证实道，北京的工人 “一家不能靠着男人活着，全家的人都得各寻生路，互助的为衣食住奋斗”。③

５９１

①

②

③

该项调查是 １９２６年 ７月 “社会调查部”成立以后着手进行的。调查报告最初以英文出版，中文版由南开大学朱席儒翻译，１９３０年
初版。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０年，“序言”第 ２页，正文第 １４、３８页。
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第 ２７ ２８页。
孟天培、甘博：《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李景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部，１９２６年，第 ９６页。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７卷 ０６ Ｊｕｎ ２０２５

显而易见，陶氏的划分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将这些参与劳动的 “半养家者”列为 “依赖者”的一种，而不列

为 “养家者”的一种，本质上即强化家庭中妻子的 “依赖”角色，弱化其 “养家”的行为。按照这一划分，

陶氏很自然地得出其观察：

除自给者不计外，平均每一养家者须抚养三人……大部分之家庭，多由一人供养一家，受其供养者率为妻

子一人及儿童二人……每一养家者……除本身外，仅足供给……妻子及五岁以下之子女一人。后者之收入用以

赡养两岁以下之婴孩一人……①

在这份观察中，陶氏虽然提及妻子有收入，能抚养年幼儿童，但他不仅没有认可妻子用这些劳动收入辅助养

家，为 “半养家者”的现实，甚至也没有把她们列为 “半依赖者”，反而进一步将她们降级，从前述 “半依

赖者”改写为 “受供养者”，彻底瓦解妻子劳动养家的基本事实。总而言之，通过将有劳动能力且挣得劳动

收入的妇女塑造成 “半依赖者”，使之顺滑地从属于 “依赖者”和 “受供养者”的范畴，陶孟和建构了极不

稳定的 “依赖者”分类，人为地消解了 “依赖者”劳动的可能性。他的报告服膺现代社会学，从貌似 “事

实”的社会调查出发，最终把参与有酬劳动的妇女编织进 “依赖者”的天罗地网。

按照陶孟和的资本主义家庭构想，他又顺理成章地完成了 “勤劳”的太太们属于 “依赖者”的建构，尽

管妇女勤劳的传统形象时不时跳出来干扰。在陶的北平调查里，除了普通 “工人”家庭，他还收集了 １２户小
学教员家庭的有效账簿，以分析北平底层中产小职员家庭的生活状况。他发现，这些小学教员家庭之妇女，

既属 “中间阶级”，为维持本阶级 “太太之尊严”，本不能参与 “家庭以外之劳动工作”，然而，这些妇女又

与家庭经济情况更为宽裕的闲暇阶级妇女不同，她们 “操作颇勤，据调查所得，教员家庭中，多无仆役，不

特育儿为其妻子之专职，即煮饭洒扫缝纫各事，亦均须由其妻子担任，由此可知小学教员家庭之妇女勤劳如

何矣。”② 如何处理这些辛劳的 “依赖者”？一方面，他需要维持 “依赖者”论述以符合资本主义家庭和生产

模式，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忽视中国传统价值对女子辛劳的赞美。通过把妇女外出工作称为 “劳动”，而在

家庭内操劳称为 “勤劳”，陶孟和建构了两种活动的不同，尽管外出 “劳动”的妇女很有可能和在家 “勤劳”

的妇女一样，都操持着相类似的作业。然而，天平总是摆向资本主义模式。鉴于陶氏之前有关 “养家者”

“半依赖者”“依赖者”的定义，小学教员家庭之妇女即使再 “勤劳”，可 “烹调裁缝诸事，虽可认为一种家

庭进款，然其金钱价值，无法估计”③，没有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真金白银的经济收入，她们只能被列

为 “勤劳”的 “依赖者”。

陶氏建构的 “勤劳”的 “依赖者”类别不仅成为学术性社会调查的准则，也作为一项常识进入了中学教

育。１９２６年，他在撰写 《社会问题》一书的基础上，为高级中学编写了有关 “社会问题”的教科书，并由北

洋政府教育部审定。在他看来，女子不能经济自立是社会贫穷的原因之一，妻子靠丈夫、女儿靠父亲、母亲

靠儿孙，她们都是 “依赖者”。但他接下来的叙述又充分显示出一个接受西方社会学的近代中国学者在这一

问题上的模棱两可和最终归位。他指出：

所谓女子的依赖也要加以解释。女子在家里所做的事务，如煮饭，做菜，做针黹，收拾房间等，都是有

经济的价值的。这些劳动所做出来的物品 （ｇｏｏｄｓ）或是所供的役务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都是有用的，不过因为这些

物品都在家里消费，这些役务都在家里享受，所以他们的价值我们看不出来，又难估计，因此便也就不估

计了。④

只是因为难以估计，就放弃估计这部分价值，一个前沿社会调查者的 “科学性”可见一斑。或许是出于对这

部分 “难估计”的妇女传统辛劳有愧于心，陶氏在将女子列为 “依赖”的同时，又称这些女子的事务为 “劳

动”，赞扬它们有极高的 “社会功能”和 “经济价值”，甚至否定它们是 “社会的弊害”，只是 “社会的常

态”罢了。⑤ 一种左右摇摆、难以自圆其说的生硬分类就这样从精英知识分子引领的社会调查进入了大众教

育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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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④

②③　 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第 ３９、８４ ８５、８４页。

⑤　 陶孟和编辑：《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 （社会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６年，第 １２６、１２６ １２７页。



统计与分类：“劳动”概念在现代中国的历史遮蔽

三、学术体系化：北平社会调查所的 《中国劳动年鉴》

民国时期围绕劳动、劳工和职业的社会调查成果极为丰硕。无论是沪江大学葛学溥 （Ｄａｎｉｅｌ Ｈ Ｋｕｌｐ ＩＩ，
１８８８—１９８０）指导学生在杨树浦开展的带有基督教社会改良特征的调查，步济时、甘博、陶孟和开创的早期
社会调查、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城市社会调查、李景汉团队的华北乡村调查、金陵大学农学院卜凯 （Ｊｏｈｎ
Ｌｏｓｓｉｎｇ Ｂｕｃｋ，１８９０—１９７５）等人的中国农村调查，还是陈翰笙 （１８９７—２００４）、薛暮桥 （１９０４—２００５）等左翼
学者在无锡等地的田野考察等等，均包括大量劳动调查。加上散见于报章杂志的文章与社会学专业毕业论文，

构成了难以计数的劳动调查文献。

尽管这些史料都能提供有关 “劳动”概念的信息，但北平社会调查所和国民政府实业部先后编纂出版的

四部 《中国劳动年鉴》更能揭示现代中国 “劳动”体系化、规范化、简洁化的过程。首先，这些年鉴直接冠

以 “劳动”之名，观察其内容，可以有效获知 “劳动”的范畴及其变动；其次，北平社会调查所和国民政府

实业部的编纂者身份虽不同，但他们有一定的学术关联。因此，分析 《中国劳动年鉴》既能反映学者和政府

共享的 “劳动”理念，也可透露他们之间意识形态的微妙不同，前者从学术出发，支持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

改良，后者持国家资本主义。此处先分析北平社会调查所的 《中国劳动年鉴》。

１９２０年代末，知识分子把原先分散的劳动调查系统化。１９２８年，《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出版，由北平
社会调查所主持，几个年轻人王清彬、王树勋、林颂河 （１９０２—１９６７）与樊弘 （１９００—１９８８）编辑，陶孟和
校订。按照陶孟和的说法，这次出版很不容易，采纳资料以 １９２７年末以前为限。由于仍在北洋政府时期内，
政府机关不积极提供各地劳动资料，调查所只能把之前零碎的一些调查材料 “东鳞西爪，陋简残编”，结集

成册。① 《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原本第二年就要出版，但出于研究人手的缺乏、劳动材料的稀少、质量问

题，不得不延期至 １９３２年。尽管这四年的政治氛围要比之前略稳定，但劳动调查过于分散、资料数量和质量
方面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导致系统化的过程异常缓慢。

北平所系统化劳动调查的第一步，是首先从学术上定义 “劳动”，并指出研究 “劳动”的意义。“劳动”

有两层含义：第一，“劳动”与物质生产挂钩，与 “人”的生产和照护减少关联。陶孟和在 《第一次中国劳

动年鉴》开门见山地指出：“劳动者是一个国家里生产最主要的原素。一国人民所消耗的物品，或是用来交

换由外国所输入的物品的，都是靠着劳动者自己的筋肉的力量或是利用机械才产生出来，送到市场上的。”②

也就是说，理想的 “劳动”是生产物品。第二，“劳动”与下层社会勾连，与中上层社会脱钩。依陶氏所言，

“劳动者”使用 “筋肉的力量”，而非 “头脑的力量”，说明陶氏的 “劳动”试图摘除 “劳心者”的贡献。换

而言之，“劳动”成了不言自明的体力劳动，“劳动者”也心照不宣地指称依靠体力劳动谋生的下层民众。至

于研究 “劳动”的意义，陶孟和说得也很清楚：不支持劳资冲突的劳动运动，但要改善下层劳动者的生活，

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③ 在陶氏眼中，保证下层劳动者的物质生产，才能充分发展自由资本主义。

但是，１９２８年的 《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只顾得上将原先散落的资料堆叠和简单分类，还顾不上内部逻

辑的清晰连贯。正如陶孟和所说，“系统材料太缺乏……只得向单行本、定期刊物、日报里大海捞针似地搜寻

些有关劳动的记载”，④ 结果就是把学术界原先五花八门的 “劳动”都罗列在一起。该年鉴不仅包括了符合陶

氏 “劳动”定义的普通工农渔矿业劳动者，还包括了超越其范畴的劳动，比如服务于人的人力车夫、家事使

用人⑤，或者中上层社会的公务员、教职员、律师、医生、学生等 “劳心者”群体。更有甚者，它还收录了

“尼姑”“稳婆”，甚至 “娼妓”“妓女”的调查数据。⑥

之所以如此混乱，是因为知识分子们背景多元，对 “劳动”持不同看法。最为显著的，就是关于 “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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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⑤

⑥

②③④　 陶孟和：《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序》，王清彬等编辑：《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北京：北平社会调查部，１９２８ 年，第 ｖ ｖｉ、
ｉｉｉ、ｉｉｉ ｉｖ、ｉｖ页。
“家事使用人”为近代日本翻译的西文法律术语，指称宽泛，在中文语境里，指以家庭仆婢为主，提供各种家庭杂活服务的人。这

些人是否可以被称为 “劳动者”，法律颇为踌躇。参见王燕：《晚清至民国 “劳动”观下的妇女家庭劳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 ６期。
王清彬等编辑：《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 ３ 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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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是 “劳动者”的看法。蔡元培在一战后发表的 “劳工神圣”把这种 “全民劳工”的热潮推向极致，他

指出：“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

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

工。”① 这一 “全民劳工”的思想是以全民尊重劳动掩盖劳资之间的紧张关系，实现社会改良，体现在劳动调

查中，就出现 “劳心劳力”的混合。其次，许多学者模仿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 “职业”调查，凡是收取

工资报酬的，都被比附为某种职业，结果 “尼姑”“稳婆”“娼妓”等都被列为职业，随着其他职业劳动一同

被收录到 《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里。

妇女 “劳动”显然是一个更为宽泛、不系统、因人而异的概念。在分散的研究中，有人以欧美劳动风潮

为经验，强调劳资对立，以推动社会革命，因而只致力于调查工厂中的女工。有人则认为妇女的独立经济能

力能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因而突出妇女在家庭内外都很能干，都在 “劳动”。留美社会学家陈达 （１８９２—
１９７５）就曾经把中国妇女在工厂里的丝业、棉纺业、农田园艺劳动、船业、渔业、职业妇女的工作，乃至家
庭中的手工纺织、养蚕业、针线活，统统归纳为女子的 “ｌａｂｏｒ”，以此证明中国妇女的经济独立能力正在快速
发展，能很好地适应现代工业，是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一分子。② 既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又关注中国国情的知

识分子试图将中国国情衔接至欧美实践，以揭示雇佣制度之下的劳资对立。比如，１９１９年 １１月，郑振铎和瞿
秋白等人在中国最早的社会学杂志 《新社会》上调查了家事使用人、仆役、女佣群体，他们意识到中国少有

欧洲的女工群体，而 “女佣是中国妇女一种狠普通的职业”。③ 郑坦承自己没有专业的社会学训练，所做调查

“不大精密”，但他认为，“劳动”产生于雇佣制度，因而北京女佣即为 “劳动”的一员，“女工”的一种。④

如此多不同观点的妇女劳动调查堆叠，再加上职业调查，就形成了尼姑、稳婆、娼妓、女工、妇女家庭手工

业者、女佣在 《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里混合罗列的景象。

１９３２年，体系化以后的 《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大幅度靠近了陶孟和在 １９２８年对 “劳动”的定义。经

过整个 １９２０年代劳动运动狂风暴雨的洗礼，劳动运动锚定产业工人为先进组织，力图改变中国的社会和政
治。实践进而影响概念层面，“劳动”指向传统下层社会之 “民”，特别是产业工人的倾向已渐次了然，五四

时期还颇有影响的 “劳力”“劳心”联合在 １９２０年代末已经无以为继。⑤ 更重要的是，“九一八”事变让陶孟
和等学界人士更加期盼以 “劳动阶级”的力量抗日救国。⑥ 反映到 《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公务员、律师、

医生等 “劳心者”被基本剔除，代之以整齐划一的物质生产劳动的种类和数据，只在广州和香港的劳工数据

中留下了 “教育事业类”“卫生事业类”两个模糊的分类，以及在全国的 《工人劳动时间》章节保留了 “教

育门”。⑦ 不过，鉴于广州、香港的这两类工人工资极低，甚至还有童工，其所指 “劳动者”已经不再是该行

业的中上层人士。其次，“尼姑”“稳婆”“娼妓”等职业调查的痕迹被清除出该年鉴。“尼姑”“稳婆”久属

“三姑六婆”，在明清时期被看成扰乱家庭秩序、造成道德风气惰落的元凶。⑧ 至于 “娼妓”，在 ２０ 世纪初，
她们普遍被列为 “劳动者”的对立面，需要进行 “劳动”改造，以便让她们重归 “劳动者”行列。⑨ 称这些

妇女的活动为 “劳动”触及了许多模棱两可甚至严行禁止的界面。虽然她们都属于下层社会，但她们的道德

瑕疵本来就是需要改造的对象，无法让她们胜任拯救中国社会和政治的使命。

照理来说，为了靠近陶氏 “劳动”的定义，本该削减所有服务业的统计。然而，有趣的地方在于，《第

二次中国劳动年鉴》一方面减少了以妇女为主体的家事使用人和仆役的调查统计，另一方面，以男性为主体

的人力车夫不仅被保留，还扩大成为第七章的一部分。在知识分子眼中，人力车夫短衫长裤的穿着、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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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北京的女佣》，《新社会》第 １期，１９１９年 １１月 １日，第 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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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从 “文化运动”到 “劳动运动”：近代中国 “劳动”观念的兴起与困境》，《社会科学》２０２４年第 ９期。
陶孟和：《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序》，邢必信等编辑：《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北平：社会调查所，１９３２年，第 ｖｉ页。
邢必信等编辑：《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第 ５４ ５５、７１、１８０、１８７ １９５页。
衣若兰：《三姑六婆：明代妇女与社会的探索》，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９年。
贺萧：《危险的愉悦：２０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韩敏中、盛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 １１、２８０ ２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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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奋力奔跑的苦力形象让他们成为当仁不让的 “劳动者”。早在 １９１０年代，陶孟和等知识分子就对人力车夫
进行了 “劳动”社会调查，李景汉在 １９２０年代中期也调查了作为 “苦工”的人力车夫①，邓中夏等工运先锋

在 １９２０年代初还试图组织人力车夫。② 到 １９２０年代末，全国人力车夫的罢工暴动并不少见，甚至在 １９２９年的
北京造成了捣毁电车的重大风潮。③ 相较而言，仆役等等城市劳动者虽然数量庞大，但她们分散在各个家庭

中，难以成为工运组织的对象。在 １９２７年的革命高潮中，当她们出现在游行队伍里，迎接她们的不是对 “劳

动者”的认同，而是嘲笑和戏谑。④ 同样从事 “不生产的劳动”⑤，人力车夫和仆役却在该年鉴里分道扬镳，

一方大张旗鼓，专成一章，另一方偃旗息鼓，仅在失业统计里保留了部分调查数据。⑥

除了修正 “劳动”的范围，北平社会调查所还排列了 “劳动”的内部等级秩序，使其呈现自由资本主义

下 “工农手工业”的顺序。统计表格的项目顺序并不是随意设置，统计学专家唐启贤 （１９０４—１９８３）指出，
“表之项目须按表列事实之性质择依下列标准顺序排列：（ａ）位置之重要。（ｂ）等级之高低。（ｃ）时间之先
后。（ｄ）数目之大小……”⑦ 尽管两部年鉴的章节设置略有不同，但整体上并未改变 “工农手工业”的顺

序。⑧ 鉴于现代工业出现时间远远晚于农业，且当时的工人数量也无法与农业人口相提并论，却被排在最前

面，可知 “劳动”和 “劳动者”的排列顺序表达的并非现实，而是北平所知识分子心目中自由竞争的物质生

产 “劳动”等级秩序：工业第一，农业第二，手工业第三。至于人力车夫，则是 “劳动”不可忽视的枝蔓。

这一等级秩序更多反映了北平所编纂者们的对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期望，而不是社会现实。首先，现代

中国大机器工业中的产业工人大部分集中在口岸城市，数量远不如农业人口，女工亦是如此。但在西方现代

性的优势面前，他们被反事实地建构为 “劳动”的最高等级。其次，相对于男性，妇女劳动者总是处于附属

的位置。１９２８年北平社会调查部的第一份年鉴花费 ２２０多页的篇幅罗列 “工矿交通劳动者状况”，却把 “女

工”置入第四章 “其他劳动者状况”，且仅占 １０多页的篇幅，造成 “女工”数量极少，极为边缘的假象。然

则，根据它自己的数据，民国元年，全国女工数比例达 ３６ ２％，至民国五年，女工占比达 ４１ ７％，即使较低
的数据也显示，１９１６年以后，女工百分比至少在 ３０％—４０％之间，⑨ 其重要性不容小觑，却被不成比例地浓缩
为 １０多页的篇幅，人为地降低了女工 “劳动”的地位。北平社会调查所的第二份年鉴一方面改进了调查表，

把女工从 “其他劳动者”中抽离，与男工合并在有关工人的调查中，另一方面，尽管它发现全国九省二十九

市成年女工的比例在 １９３０年已经略微超过成年男工，成为工人中最重要的群体，其调查表格仍然以男工为
先，女工为次。瑏瑠 强调男工 ／边缘化女工延续了英式劳动调查中资本主义与男性生产的共谋。

鉴于新建构的西式 “劳动”等级秩序，北平所的学者们将中国本土的劳动形式生硬地填塞入这一体系。

《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中一个有关北京的调查，北京 “有技能工人家庭”包括 “木匠、油匠、糊匠”等，

这些人远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大机器生产工厂里的 “工人”，至多被归为 “手工艺人”，可调查所发现，北京

“缺乏大规模之新式工厂”，只好勉强将这些人列为 “工人”。同样，“无技能工人家庭”的类别包括了男性人

力车夫和 “缝袜口做假花，纺毛线，缝衣”的女子，这些难以被归纳为 “工人”的人群，被硬生生嵌入 “工

业劳动者”的范畴。类似地，北京 “缝袜口做假花，纺毛线，缝衣”的女子虽然生产 “物品”，但她们在家

中工作，不符合现代工业劳动者具有特定工作场所的要求，却被列为 “工业劳动者”，而在同一个调查里，

北京 “挑花，做假花，制玩具，纺羊毛，缝袜口，栽牙刷，糊火柴盒”的妇女又被列为 “家庭手工业者”瑏瑡，

两者之间界限模糊。换而言之，“工业 ／家庭手工业劳动者”的等级并非真实存在，通过预设 “劳动”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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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汉：《北京拉车的苦工》，《现代评论》第 ３卷第 ６２期，１９２６年 ２月 １３日，第 ４ ６页。
魏巍、钱小惠：《邓中夏传》，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 ４６ ４８页。
史谦德：《北京的人力车夫：１９２０年代的市民与政治》，周书篧、袁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 ２７６ ３２３页。
《武汉举行之职业妇人之游行运动》，《顺天时报》１９２７年 ４月 ７日，第 ７版。
张厚载：《人力车问题》，《新中国》第 １卷第 １期，１９１９年 ９月，第 １２３页。
保留有 “服务”“杂役”的数据。邢必信等编辑：《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第 １０９、１１１页。
唐启贤：《统计学》，上海：黎明书局，１９３１年，第 ３５页。
《中国劳动年鉴目录》，王清彬等编辑：《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目录》，邢必信等编辑：《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

瑏瑡　 王清彬等编辑：《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 ５４８ ５４９、１６４页。
邢必信等编辑：《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第 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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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调查统计将不同人群艰难却随机地填补进这一框架，以符合理想中的 “劳动”等级。《第二次中国劳动

年鉴》也有相似情况，尽管它大幅度增加了 “劳动”和物质生产的关联，减少了许多自相矛盾处，但天津的

地毯、手工纺织、针织等等既被列入 “工业劳动”，也被归为 “手工业”。① 分类的重叠在一方面缘于统计方

法的不成熟，但另一方面也揭示，劳动分类本质上是在现存的复杂劳动现象之间寻找差异，进行切割，这种

分类在西方本身就是一种带有西方经验的操作，并非理想中那么 “自然”，当它被引入中国，与中国的实际

发生关系，往往更加左支右绌、前后背离，透露出一种 “人为”不听使唤的无奈。妇女劳动亦是如此，在北

平所知识分子们的 “劳动”系统化中，中国妇女的物质生产劳动被拆分，生硬地归入工农手工业的等级秩

序，而其服务劳动则被悄然削减。

四、国家规范化：国民政府的 《中国劳动年鉴》

１９３２年之后，《中国劳动年鉴》的编写出版脱离了北平社会调查所，转为国民政府实业部专司其事，由

实业部劳工司②司长李平衡 （１８９８—１９８２）负责。政府的接手让 《中国劳动年鉴》的资料和资金有了更加可

靠的来源，编纂更加稳定，因而一改之前出版拖沓的问题，连续出版了 《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１９３３年）
和 《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１９３４年）。但同时，政府的接手也带来了明显的国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李平
衡有长期海外经历，从事劳工组织方面的工作，尽管他本人对国内劳工问题颇为同情，但他当时的地位和经

历让他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官方立场。

这两部年鉴的变化表达了国民党训政的意志：和共产党的劳动运动决裂后，国民党以训导者的身份，通

过派遣人员入驻、改组或者干脆取消工运团体的方式对劳动运动加以监督、规范和引导，以期培育符合自己

意志的 “劳动”。其中最重要的规范就是取消阶级斗争，要求劳资双方和谐共处、增加生产。③ 削弱人力车夫

的劳动者地位和消除店员的 “工人”身份就是两个典型。１９２９年 １０月北京人力车夫破坏电车风潮之后，国
民政府极为愤怒，命令人力车夫工会停止活动，逮捕并处决诸多核心人物。④ 恰逢 １９２７年底无锡车业协会为
了阻止人力车夫的结社，向政府指出，人力车夫与车行只有租赁关系，而无劳资关系。劳工司原本对此还持

有反对意见，但电车风潮后，其顶头上司顺水推舟，明确否定了人力车夫和车行的雇佣关系，并发还劳工

司。⑤ 因之，《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减少了人力车夫作为劳动者的篇幅，⑥ 而 《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

删除了有关 “人力车夫”的章节，将他们与 “水夫”“粪夫”“轿夫”等并列为苦役，貌似与物质生产相关

联，极大地弱化了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群体的分类，也边缘化了他们服务于人的性质。⑦ 类似地，在 １９２０年代
的劳动运动中，“店员”往往被当作劳工加入工会，因而常与店主发生冲突。在地方商会的强烈反对下，国

民政府于 １９３２年 ９月修订 《劳资争议处理法》并附加解释，明确站在店主一边，指出商店店员不属于劳工。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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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商部，成为劳工司。１９３１年 １月 （原文为民国 “二十一年一月”之误），工商部扩大为实业部，劳工司随之改组。刘育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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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部解释劳工团体与雇主团体范围及劳资关系疑义的文书》，档号：六一三·１３４５，１９２８年 ８月至 １９３０年 ５月，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藏。

１９３２年北平社会调查所 《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的第七章 《手工艺人与人力车夫》涉及人力车夫的内容共有 ９页，而 １９３３年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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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全省商会联合会强烈反对店员被当作劳动者参加工会，参见 《工商部解释劳工团体与雇主团体范围及劳资关系疑义的文书》，

档号：六一三·１３４５，１９２８年 ８月至 １９３０年 ５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劳工部的最终解释，见 《劳工法规汇编·劳资争议处理

法》，档号：四３４２１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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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决定在 《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中反映了出来，它清除了 《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的 “店员工人”

这一类别，将他们排除出 “劳动者”的范围。经过训政规范，官方的最后一部劳动年鉴进一步收缩了 “劳动

者”的范畴。这恰巧符合之前学术界对 “劳动”的定义，“劳动”是物的生产，而不是对人的服务，阴差阳

错地建构了比北平所更加清晰、简洁、科学的 “劳动”。

国民党训政的目的之一，是急切地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也体现在实业部的编纂中。孙中山的 《实

业计划》展望过中国未来的经济，他在世界强国即将进入 “第二工业革命”之际，希冀通过 “废手工采机

器，又统一而国有之”实现国家富强。① 在孙中山看来，自由竞争的手工业已经是过去时，无法满足国家实

力比拼的要求，需要被国有大机器工业代替。时常把 “亲承总理遗命”挂在嘴边的孔祥熙 （１８８０—１９６７）此
时恰为实业部部长，在他上任之初，就宣称要尽快实现 “总理实业建设之方略”。② 受此影响，实业部的两部

年鉴都设定了 “工业”至上的 “劳动”等级观念，这与北平社会调查所有共识。然而，和北平所不同的是，

在实业部眼里，“农业”的地位远不如 “工业”。③ 它把 “农民”列在所有 “劳动者”的末尾，甚至海外华工

都比本土 “农民”重要，反映了它更倾向以城市为大本营，通过城市 “工业”走向现代化的设想。此外，

《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剥离了手工业者的统计分类。但在第二年，由于各地工矿等产业停业减产，失业

人口剧增，④ 手工业不仅没能被消化提升为大机器工业，相反还不得不承接现代工业造成的失业人口，很可能

出于这个原因，《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再次恢复了手工业者的数据。

与此同时，实业部的两部 《中国劳动年鉴》也受到了位于日内瓦的国际劳工局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Ｏｆｆｉｃｅ）的指导。中国早在 １９１９年就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原始会员国，但直到国民政府定都南京，１９２９年国际
劳工局首任局长多玛氏 （Ａｌｂｅｒｔ Ｔｈｏｍａｓ，１８７８—１９３２）来华，双方才加强往来。１９３０年 ６月，经由孔祥熙赞
助，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正式成立，其经费来自总局，任务之一即收集中国社会经济及劳工问题之材料。⑤

在这样的背景下，实业部既要接受国际劳工局的指导，又试图站稳自己的 “劳动”立场。按照 １９２３年国
际劳工局的建议，劳动调查需要建立在三大基本分类之上，即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初级生产门）、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次级生产门）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服务门）。⑥ “初级生产门包括农业和矿业，以及从自然界采取食物和
原料的一切企业。次级生产门，包括从原料制成出品的一切工业。服务门，包括运输交通，商业金融，公务

国防，自由职业，和个人服务等等。”⑦ 国际劳工局把 “农业”放在 “工业”之前，也较为重视 “服务门”。

作为 《凡尔赛和约》的产物，国际劳工局要回应的不仅是风起云涌的国际劳工运动，也需要应对一战后不断

兴起的新兴职业，它的主持者多玛氏支持社会缓进，并不主张马克思的学说。再者，２０世纪初西方社会有关
“生产性劳动 ／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迷思逐渐降温，⑧ “生产性劳动”遭祛魅，它的正面意义相对减少，“非
生产性劳动”的正面含义上升，“ｌａｂｏｒ”的含义变广，促使 “非生产性劳动”的服务业也被纳入劳动调查。

实业部劳工司采纳了国际劳工局的指导，但仅在次要的 “劳资争议”调查表中较为系统地接受了三 “门”分

类，而在最核心的全国劳动状况调查部分，它仍维持了 “工业”至上、“农业”末尾的排序，甚至渐次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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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类别。

随着男性居多的人力车夫之劳动被弱化，妇女 “家事使用人”、仆婢等的辛劳在国家资本主义的视野里

更失去了 “劳动”的资格。原先北平所失业统计中还保留的 “服务”“杂役”数据也完全消失不见。在国民

政府看来，以妇女为主的仆役的服务既难以生产物质，带来国家的物质丰盈，又不能被转换成机器大生产，

更不可能国有化。再者，家庭中的有酬劳动是资产阶级家庭的管辖范围，国家无需插手。１９３０年代，国民政
府倾向于将 “家政”和 “劳动”作为不同的范畴分而治之，前者无论有酬无酬，都归家庭，后者归国家。①

因此，不罗列以妇女为主的仆役不仅不影响 “劳动”的核心，反而让 “劳动”更清晰简洁。事实上，“家事

使用人”等做杂活的妇女数量庞大，远超女工。根据实业部自己的数据，当时上海女工 １２万左右，包括上海
在内的全国二十三省女工人口为 ４２万多，② 相较之下，仅上海一地，１９３５年做杂活的妇女至少有 ２７万多，另
有 １４４６５名从事家政服务业的妇女。③ 而在上海以外的各地，由于女工稀少，大部分妇女都从事家庭杂活的服
务，人数更加可观。例如，马钊和程为坤的研究都证明，民国北京的妇女很少能在工业领域正式就业，大量

妇女从事的是极为边缘的活计。④ 可实业部在两部年鉴的核心章节 “劳动状况”里，完全排除了包括 “家事

使用人”在内的服务性劳动，反事实地取消了她们的庞大存在。妇女多元丰富的劳动被压缩得仅剩下层女工

的物质生产。继无酬家庭劳动被 “依赖者”分类取消 “劳动”资格以来，有酬家庭劳动也被国家的调查统计

精准排除了。

清晰有序的调查统计在克服 “不精密的毛病”的同时，制造了新的问题。正如一位社会调查者在济南发

现的那样，受调查的劳工 “农忙的时候，便可回家料理农事，秋收之后，又可回到城市随便的找点工作……

城市无工可作，便又可回家锄地”。⑤ 他们的劳动在各种活计之间来回穿梭，一人身兼数种角色，在需要的情

况下灵活切换，前一天是一个农民，后一天是一个工匠，还可能变身手工业者，社会调查的精确和简洁无法

描述现实劳动的流动与模糊。连国际劳工局也承认人的流动性与调查结果之间的不协调。⑥ 简洁的 “劳动”

进入中国后，与妇女的日常劳动产生了更大的矛盾。一位妇女或在工厂劳动，回家后也可以从事手工业，或

接点杂活，赚些零钱补贴家用，还要服侍家人承担家务，她们勤劳而辛苦的生活，终日不息。１９２７年，何香
凝在 “三八”节指出，“世界上的劳动妇女亦莫如中国劳动妇女痛苦。常见有许多妇女背上背着小孩，肚里

怀着小孩，肩头还挑着一百多斤的东西，真是比牛马不如。”⑦ 然而，这种有酬和无酬交织的中国妇女劳动的

日常，却被国民政府的劳动调查极简化为妇女的 “生产性劳动”，即使有酬和无酬的家庭劳动一直是中国妇

女劳动中最普遍的部分。

耐人寻味的是，即使实业部的 《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已经颇具简洁美，它仍然在国际秩序的缝隙中

透露出妇女劳动的多元性。尽管国际劳工局只计算有酬的职业 （ｇａｉｎｆｕｌｌｙ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但由于它不再执着于物
质生产的统计，而是涵盖了物品的生产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ｔｉｌｉｔｉｅｓ）和服务的提供 （ｔｈｅ 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⑧ 这
就为中文 “劳动”延伸至妇女的有酬家庭劳动打开了一条缝隙。再者，“服务门”已经按照中国当时的实际

情况完成改造，将欧美的 “个人服务”转化为中国情境里的 “家庭服务”，⑨ 从而透露出当时中国社会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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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与分类：“劳动”概念在现代中国的历史遮蔽

现象：无论是厨娘、梳头娘姨、乳母、还是丫鬟，都是家庭服务中常见的角色，是一个庞大的劳动群体。虽

然实业部仅在次要的 “劳资争议”调查里采纳了 “服务门”，尽量弱化了 “服务”在 “劳动”中的位置，但

是，被它排斥出 “劳动”的家庭有酬劳动还是以某种不显眼的方式宣告其存在。换而言之，妇女的多元劳动

不那么轻易被转换成秩序井然、毫无旁逸斜出的妇女 “劳动”，尽管无酬的妇女家庭劳动完全失去了 “劳动”

的地位。

结语

１９１８年蔡元培提出 “劳工神圣”口号前后，“劳动”已成一重大中国 “问题”，进入现代中国社会学的

视野。① 然而，现代社会学对 “劳动”的定义经历了复杂而微妙的过程。从知识分子建构不劳动的 “依赖

者”，开展分散的劳动调查，到学者们系统编纂 《中国劳动年鉴》，再到官方接手编辑出版，这个过程悄无声

息、难以觉察，却意义重大。它剪除一些旁逸斜出、不符合调查者意图的 “劳动”，将人类原本复杂多样的

劳动梳理整合、按类排列，终于在 １９３４年国民政府实业部发布的官方社会调查中，得出了一幅高度清晰和精
简的 “劳动”图景。这一图景沿袭亚当·斯密对 “生产性劳动 ／非生产性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划分，聚焦物
质生产劳动，兼顾男性在服务业的有酬体力劳动，而其他诸如脑力劳动、女性集中的家庭佣工和家务劳动等

等基本不再呈现。精简的 “劳动”未必是现实社会的真实镜像，也没有真正使人的多样劳动得到认可，相

反，它体现了现代国家的终极需求，即塑造一个清晰、可辨识的现代 “劳动”体系，推动 “劳动”向国家需

要的方向发展。正如詹姆斯·斯科特 （Ｊａｍｅｓ Ｃ Ｓｃｏｔｔ）所说，“清晰性是国家机器的中心问题”，国家旨在取
消各种不清晰和复杂的社会实践，代之以经过设计的标准格式，便于集中记录和监测，以达到 “高度现代主

义”的意识形态。②

然而，作为一种西方现代意识形态，“高度现代主义”以摧枯拉朽之势占据中国之时，迎接它的既不是

一片尚未开发的土地，任由其规划开垦，也不是一个与西方经验高度融合的文化，可以严丝合缝地接受 “劳

动”的移植。摆在面前的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儒家农耕文明和零星口岸文化的结合体，在这个体系里，充满了

各种复杂多元的劳动形式。人们按照阶层、性别、地域占据劳动网络的某个支点：作为 “四民”的士农工商

虽有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内部等级之分，但其 “劳”共同支撑起儒家的基本阶级结构；“四民”

女子的 “妇功”“女红”代表了儒家妇女道德的核心，构成 “家国天下”伦理链条的基础；而新兴口岸城市

里不仅有诸多和明清城市一样的从事商业、服务、手工艺等各色活动的人口，还出现了现代世界的独特产

物———机器大生产业的男女工人。这一复杂、混沌的体系还没有产生一个恰当的、具有共识的术语，以概括

各色人等之 “劳”。

现代劳动社会调查没有硝烟地进入中国，迅速在这一复杂多元的 “劳”中暴力嵌入 “劳动”的图式，切

割出大致符合欧美规格的 “劳动”结构。这一过程既充满对殖民现代性的抵抗，又最终以接受其基本图式而

告终。只不过，抵抗和接受的内容皆因主体而异。绝大部分主动引入 “劳动”者都是中国本土精英，他们的

身份和意识形态之差异，导致各自的 “劳动”分类产生偏差。正如乔治·拉考夫 （Ｇｅｏｒｇｅ Ｌａｋｏｆｆ）所言，分
类不是自然在思维认知中的一一对应，分类与人自身所处的环境、情感和需求相关，是人与分类对象互动的

结果。③ 对信奉自由资本主义者而言，“劳动”是中国实现资本主义社会改良的手段，接受 “劳动”，否定

“妇功”之类的家庭无酬劳动，有助于改善下层社会的经济状况，从而改良社会，尽管否定妇女的家庭无酬

劳动令人深感愧疚，时常作为一种虚弱的抵抗萦绕在心头；对痛恨帝国主义者而言，“劳动”是实现中国经

济繁荣和组织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式，因此，反事实地聚焦下层劳动者，重塑 “劳力”“劳心”的等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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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翔：《劳工神圣：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视野》，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年，第 ２７ 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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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大力削减服务业在劳动调查里的篇幅情有可原，尽管中国社会的劳动实景常常不经意地从统计分类中透

露出来；对国民政府而言，“劳动”则被抽象为国家治理的工具，推动劳动调查聚焦阶级性的 “生产性劳

动”，不仅有助于管控劳动运动，也能繁荣经济，建设一个以口岸城市的大机器生产工人为主体的国家资本主

义制度，尽管这意味着它必须抵抗一战后西方主流劳动调查对 “劳动”的扩容。

“劳动”是一个抵抗殖民现代性的抓手，但归根结底，它是一个实现西方现代性的通道。中国现代劳动

调查对 “劳动”图式的接受揭示，“劳动”暗含了经济的维度，把人放到经济的天平上衡量，是西方现代性

的突出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中国现代劳动调查都无法超越现代性的殖民。但是，越是自发的、

非体系化的劳动调查，“劳动”的范畴越宽泛、内容越多元，而越是成熟、官方的劳动调查，越倾向于把丰

富多元、充满流动性的劳动生硬地切割、限制、定型，排除不需要的劳动，掩盖劳动的多样性和人在各种劳

动间流动的可能性。戴着 “劳动”之简洁美的思想钢印，妇女多元丰富的劳动在劳动调查里被逐步削减弱

化、消失隐身，最终呈现国家视野下清晰、简洁、等级化的中下层妇女 “生产性劳动”。

现代中国劳动调查对 “劳动”概念的体系化与规范化，本质是一场以 “现代性”为名的知识权力重构。

从早期西方统计分类的移植，到知识分子对 “生产性劳动”的学术筛选，再到国家机器通过调查将劳动简化

为可计量、可管控的 “数据对象”，这一过程不仅遮蔽了妇女在家庭劳动、手工业生产、社区互助中的多元

角色，更暴露出一个深层的悖论：现代劳动话语在建构 “科学标准”的同时，也制造了新的认知盲区———它

将不符合工业化叙事的劳动形态 （如家务、小农经济）划入 “非正式”领域，将妇女的劳动价值锚定在男性

主导的经济框架内。唯有解析被遮蔽的劳动才能真正获得 “可见性”，而妇女，作为多重劳动形态的承担者，

方能摆脱 “他者化”的困境，成为历史叙事的主体。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中国妇女 ‘劳动’观研究 （１８８０—１９４９）”（２２ＢＺＳ１０３）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周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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